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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

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

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

针。 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

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

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

研究中心丛刊》。 《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

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

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 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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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

困厄与出路

在中国史学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格局中，辽金史素以冷僻著称。 若与西

夏史相比较，毕竟辽金史还有两部元人留下的正史，但由于上世纪初发现大

量西夏文献资料，随着近十余年来这些资料的陆续刊布，包括西夏史在内的

西夏学近年已有渐成显学之势，相形之下，辽金史亦不免为之逊色。

辽金史的冷僻，使得不少学者望而却步，不过这对治辽金史的人来说，

倒也未必全是坏事。 众所周知，做辽金史研究的一大难处，是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但缺少材料并不意味着缺少机遇。 同样是材料很少的秦汉魏晋史，传

世的那点儿史料经过多少代人反复爬梳剔抉，几近题无剩义，而辽金史的情

况则有所不同。 我在《辽金史论》一书自序中曾经说到：“正是由于辽金史的

冷僻，所以尽管史料非常匮乏，但留给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活动空间还绰有余

裕。 至今做辽金史研究，仍不时有一种垦荒的感觉，在中国传统的断代史学

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的今天，这是辽金史研究者独一无二的机遇。”局外人

可能难于想象，在材料十分有限的辽金史领域，其实不难找到富有学术价值

而又长期无人问津的问题。 譬如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关于辽朝都城制度的讨



论。 辽朝有五京，人们历来将其中的上京视为首都，但谭其骧先生指出，上

京临潢府只是辽朝前期的都城，圣宗统和二十五年（１００７）以后，事实上的国

都是在中京大定府；①而杨若薇教授则认为，辽朝根本就没有历代中原王朝

那样的都城制度，五京中的任何一个京城都不具备国都的地位和作用，辽朝

的政治中心始终是在四时迁徙的斡鲁朵（行宫）中。② 又如“阻卜”与“鞑靼”

是近百年来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中最富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它不仅仅是蒙

古史的问题，更是辽金史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讨论

中，几乎听不到辽金史研究者的声音。③ 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有不少，这

就是辽金史研究者的机遇所在。

老实说，我对辽金史学界的现状（包括对我自己的研究）一直是不太满

意的。 十年前，我曾提出过一个颇有争议的说法：“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

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

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④这主要反映了我对辽金史现状的忧虑，同

时也不妨说代表了我对该领域总体发展水平的一个基本判断。 ２０ 世纪上半

叶堪称辽金史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国内涌现了傅乐焕、陈述、冯家昇

等几位杰出学者，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辽史、契丹史领域；国外有以津

田左右吉、池内宏、三上次男、外山军治、田村实造、爱宕松男、岛田正郎为代

表的一批日本学者，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辽金元史和满蒙史领域。 ８０

年代以后，由于学术环境的改善，国内的辽金史研究开始复苏，学术队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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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谭其骧：《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０ 年第 ２ 辑，第 ４３—５３ 页。

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１７２—

２１３ 页。

参见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第 ２８—４１ 页；收入氏著《松漠

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年，第 ２４３—３６６ 页。

《辽金史论》自序，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３ 页。 李锡厚先生因对战前日本东

洋史学界的“满蒙史研究”持强烈批判态度，故对我的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说我把日本学者带有政治

企图的研究成果作为我们立志要赶超的高度，“委实有点不伦不类”（见李锡厚《临潢集》后记，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３１６—３１８ 页）。 我以为，日本学者满蒙史研究中的政治导向与其研究成

果的学术水平是两个问题，似不宜混为一谈。



扩大，科研成果的增加，研究领域的拓展，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 但就目

前该领域的整体学术水准而言，无论是与其他断代史相比，还是与前辈学者

相比，今天的学术进步都难以令人满意。① 要知道，２０ 世纪上半叶那一代中

国学者从事辽金史研究的条件，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很恶劣的，譬如当时只有

日本学者才能获得第一手的考古材料，而中国学者能够利用的则基本上仅

限于传世的文献资料。 相比之下，今天的条件比前人要优越得多，我们身处

和平年代，有丰富的考古文物材料，有为数不少的契丹、女真文字资料，有各

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工具，还有越来越方便的网络电子资源等等。 要说我

们与前辈学者的最大差距，恐怕主要就在于学术功底的厚实程度。

基于辽金史的现状，本文将侧重检讨该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 笔者所

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制约辽金史发展的瓶颈是什么？ 如何寻求突破的方向？

辽金史的出路何在？ 下文将从三个方面阐述我的点滴思考。

一、穷尽史料：从“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细作”

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

创造新理论。 对于今日之历史学来说，材料和方法哪个更重要？ 这自然是

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传统史学无疑重材料更甚于重方法，而采用跨学科

研究方法，尤其是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工具、手段，则是当下历史

学的新潮流。 但就辽金史目前的状况而言，在资料极度匮乏且现有材料又

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穷尽史料”理应是当务之急。

３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 ／

① 对辽金史现状的估价是一个颇有分歧的问题，即便在辽金史学界内部也是如此。 李锡厚先

生在《一九八七年辽金西夏史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８ 年第 ４ 期，第 ５ 页）中指出，“与中

国古代史的其他领域中的研究状况相比”，辽金史“至今还只能算是‘发展中的’”。 这一评价招致辽

金史学会部分会员的激烈批评，据说当时“许多会员来信对这种武断式的结论表示异议” （参见《会

员对〈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的李锡厚〈一九八七年辽金西夏史研究概况〉一文的反映》，《辽金契丹

女真史研究》１９８８ 年第 １ 期，第 ６０ 页），可见双方分歧之大。



辽金史的困窘和萧条，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 据笔者粗略估

计，现存的所有辽金史文献资料，充其量不过一千万字左右（其中辽史约占

三分之一，金史约占三分之二），①对于这两个前后长达三百余年的北族王朝

来说，这点儿史料着实少得可怜。 须知历史学主要靠材料说话，中国史学传

统讲究的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阐释和发挥的空间远不如哲学和文学那

么大，因此对于材料在量的要求上尤为苛刻。 在印刷术已经普及的辽金时

代，一千万字是什么概念？ 不妨与前后约略同时的宋代做一横向比较。 同

样是三百余年的两宋，其传世文献据保守估计约有三、四亿字之多，也就是

说，辽金史史料仅及宋代文献资料的三、四十分之一。

尽管材料如此匮乏，但在今天的辽金史学界，传世文献资料仍远未得到

充分的发掘利用，传统史学方法也还远远没有被发挥到极致。 在我看来，迄

今为止，从材料的发掘与解读状况，到问题的细致与深入程度，辽金史研究

基本上仍处于“粗放式耕作”阶段。 在传统的断代史研究中，明清以后因资

料极其丰富，深入的余地还非常之大，而元代以上各断代史研究，目前大多

已经达到相当深入和精细的地步，如汉唐史研究素以其史料发掘之彻底、史

料解读之精辟为人称道，这一点非常值得辽金史学界效法。

既然史料匮乏是辽金史研究的最大难题，那么首先就应在史料的发掘

上下足功夫。 要想改变辽金史学的面貌，提升辽金史的学术品质，必须明确

提出“穷尽史料”的要求（同时还应该穷尽有价值的研究文献———由于学术

体制的固有弊端，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出大量毫无

价值的学术垃圾，“涸泽而渔”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其实对于辽金史研究者

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学术标准。 穷尽史料是传统史学所强调的

４ ／ 宋辽金史论集

① 辽金史史料之单薄，除了历代亡佚的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辽金两朝的著述本来就为

数不多。 以辽朝为例，据台湾学者李家祺先生统计，自清初至民初，各家补《辽史》艺文志者共计 １１

种，所收书目累计为 ４１４ 种，除去各家的重复，再剔除不应入《辽史·艺文志》而阑入者 １０１ 种，剩下

的真正属于辽朝的著作仅 ６１ 种而已。 参见李家祺：《各家补辽艺文志研究》，台北《幼狮》３２ 卷第 ４

期，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第 ３４—３８ 页。



一种专业素养，在汉唐史研究者来说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基本功，当然对于宋

史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对于明清史则是一个不太现实的要求。 就辽金史的

史料状况而言，照理说“穷尽史料”本应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今天

的辽金史学界，这却是一个需要专门提出来加以申说的问题。①

目前的辽金史研究，最为学界所诟病的，恐怕莫过于“就《辽史》论辽史、

《金史》论金史的状况”。② 欲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就必须具备比较宽阔的

学术视野和比较扎实的文献功底，将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大到五代十

国、两宋、西夏乃至元、明、清等历代文献，并旁及高丽、日本等域外文献；尤

其是宋、元时代的传世文献，其中有关辽金史的史料仍有很大的发掘利用空

间。 除此之外，还应特别强调民族语文资料的重要性，这个问题留待下文

再谈。

二、“旁通”之道：一条可能的出路

现代学术的专业化发展趋势，使得学者的个人研究领域越来越趋于逼

仄。 钱穆先生早就指出：“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

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③就中国古代史而言，毋庸讳言的是，断代

史学的自成体系同时也造成了断代史壁垒不断强化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了

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形：大多数历史学家只能终身厮守某一断代史，对其他

断代史甚至会生出一种隔行的感觉来。 近几十年形成的中国独有的学科体

系更加剧了这种状况，今天通行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都是按学科（指二级

学科，如中国古代史）、方向（指某一断代史或专门史）划分其专业领域的，照

５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 ／

①

②

③

其实辽金史学界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学术传统，如金毓黻先生的《渤海国志长编》、陈述先生

的《全辽文》都堪称穷尽史料的典范。

王曾瑜：《辽宋西夏金史》，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２００ 页。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自序，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年，第 １ 页。



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堪称中规中矩的“专家”。 《魔鬼辞典》对“专家”

的解释是：所谓专家，就是指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外一无所知的人。 不幸的

是，现代学术体制造就了大批这种类型的“专家”。

这种状况对于辽金史来说尤为不利。 在资料贫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

如果非要死守住辽金史的楚河汉界，那显然是没有学术前途的。 依我之见，

除了具备穷尽史料的专业素养之外，辽金史研究者还应尽可能“旁通”。 其

实学界对这一点是早有共识的。 金毓黻先生论及宋辽金在国史上的地位时

说，“盖治本期史，惟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① 宋德金先生也极力倡导

辽金史研究者应“纵横比较，三史兼治”。② 王曾瑜先生则直言“不少辽金史

研究者的缺陷是不愿兼治宋史”，认为“研究宋史的不少课题无需求助于辽

金史方面的知识，而研究辽金史，却必需求助于唐、五代、元，特别是宋史方

面的知识”。③ 可谓智者所见略同。

当然，仅仅三史兼治还是远远不够的。 这里所谓的“旁通”之道主要有

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突破断代史的藩篱。 首先，辽金史研究者应该兼

治辽史和金史、契丹史和女真史，个中道理似乎不必多说，辽、金虽是两个异

姓王朝，契丹、女真虽出自不同的民族谱系，但它们有许多共性的东西，更不

用说彼此之间还有各种无法剥离的瓜葛与纠结；其次，辽金史研究者最好能

够兼治宋史，或兼治蒙元史，或兼治民族史———兼治宋史对于扩大辽金史的

史料范围最为有利，兼治蒙元史或民族史则可拓展学术视野，以收触类旁通

之功。 前辈学者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范例，如田村实造、蔡美彪先生之兼治

辽金元史，王曾瑜先生之兼治宋辽金史，贾敬颜先生之兼治辽金元史与民族

史，都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 老实说，这种治学路数也一直是笔者的学术

理想与学术追求，可惜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

６ ／ 宋辽金史论集

①

②

③

金毓黻：《宋辽金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年重印本，第 ２ 页。

宋德金：《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第 １４４—１５８ 页。

王曾瑜：《我和辽宋金史研究》，《学林春秋》第三编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７００ 页。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旁通”之道的第二层含义是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跨学科”可谓

今日学术之时代潮流，如果说这种取向对史学的其他领域来说主要是一种

学术自觉的话，那么对辽金史而言可能更具有“学术突围”的意味，因而也更

显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尤其需要跨越语言学、民族学、

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屏障———不仅仅是吸取这些学科的材料及其研究成

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各个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那才真正称得上“旁通”。

三、如何“预流”：民族语文资料带来的机遇

１９３０ 年，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所作《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

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

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①

在陈寅恪先生写下这段文字的 ３０ 年代初，最为史界瞩目的新材料当属敦煌

文书。 而当今辽金史领域最有价值的新材料，则非契丹大、小字及女真文字

石刻资料莫属。

自 １９２２ 年比利时传教士梅岭蕊（Ｌ．Ｋｅｒｖｙｎ）在庆陵发现契丹小字哀册以

后，这种久已湮灭的民族古文字始为世人所知晓。② １９５０ 年，辽宁锦西西孤

山又首次出土了契丹大字《萧孝忠墓志》。 迄今为止，在内蒙古、辽宁、河北

等地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已有近 ５０ 种之多。 女真文字在金代似不甚普

及，远不如契丹文字在辽朝使用得那么广泛。 不过在金朝亡国后，元、明两

代仍有部分女真人继续使用这种民族文字。 目前所能见到的女真文字资

料，除了传世的《女真译语》之外，还有自 １９ 世纪以来陆续发现的 １０ 种石刻

材料（其中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系明代碑刻）。

契丹文字石刻资料虽早已发现，但中外学者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对破

７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 ／

①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２３６ 页。

在此之前，金人刻于唐乾陵武则天无字碑上的契丹小字《郎君行记》一直被明清以来金石学

家误认为女真字，直至 １９２５ 年日本学者羽田亨才根据新出土的契丹小字哀册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



译这种死文字感到束手无策。 直到上世纪 ７０ 年代，刘凤翥、清格尔泰先生等

人以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为突破口，才找到了一种真正有效的解读方法。

这一方法可以归纳为：首先从契丹小字石刻资料中找出一些确定无疑的汉

语借词，根据这些汉语借词可以为若干原字构拟出比较可靠的音值，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解读那些见于汉文文献记载的契丹语词，最后通过对已经释读

的词汇进行分析，并参照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诸亲属语言，探索契丹语语

音、语法特征和规律。 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标志着契丹小字研究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① ９０ 年代以后，几乎是复制了同样的方法，并借助于契丹小字的

研究成果，民族语文学界在契丹大字的解读上也有了重要突破。 不过实事

求是地说，运用汉语借词解读契丹文字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契丹

语中的汉语借词毕竟有限，要想真正通解契丹文字及其语音语法规律，主要

还得依靠对契丹语词的解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形见绌。 相比之下，

女真文字的解读则要深入得多，这主要是得益于明人留下的工具书《女真译

语》，加上 １９ 世纪发现的《大金得胜陀颂碑》有女真字与汉文对译，对女真文

字的解读也很有帮助。

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

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

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以至于有不少

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

史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

丹史研究的潜在价值来衡量，若能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恐

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 在汉文文献非常单

薄的情况下，这些堪称第一手材料的民族语文资料给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带

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得预于此潮流者”，方能占领 ２１ 世纪辽金史领域的

学术前沿。

８ ／ 宋辽金史论集

① 参见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



傅斯年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就他对于史学发展的基

本取向表达了如下见解：一种学问，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能扩张他

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凡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便进步。① 这段话

前两句是强调材料的重要性，后一句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 对于辽金史研

究者来说，如能掌握和运用民族语文资料，无论是从“直接研究材料”或“扩

张材料”的层面考虑，还是从“扩充工具”的角度而言，都必将成为“进步”的

阶梯。

———原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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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１ 本第 １ 分册，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第 ４—７ 页。



契丹开国年代问题

　 　 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

　 　 关于契丹开国年代问题，历来存在着许多不同说法。 《辽史》谓太祖耶

律阿保机于公元 ９０７ 年称帝建国，后于 ９１６ 年建元神册。 而今天辽史学界则

普遍认为，阿保机在 ９０７ 年仅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

９１６ 年才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 不过，仍有少数学者主张应当信从《辽

史》的记载，视 ９０７ 年为辽朝开国元年。① 此外，上世纪 ３０ 年代，曾有日本学

者根据五代及宋代文献的记载，提出契丹当建国于天赞元年（９２２）；②甚至有

人认为耶律阿保机始终未曾称帝建国，直至辽太宗始采用中国皇帝名号。③

契丹究竟何时建国，可谓辽代历史上的头等大事，而这样一个重大历史

问题却如此众说纷纭，给辽史研究平添了许多混乱。 本文打算从史源学的

①

②

③

华山、费国庆：《阿保机建国前契丹社会试探》，《文史哲》１９５８ 年第 ６ 期，第 ４６—５３ 页；孟广

耀：《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年代考论》，《内蒙古大学学报》１９８１ 年第 １ 期，第 ４６—５３ 页。

小川裕人：《橋本增吉氏の「遼の建國年代に就いて」を讀む》，《東洋史研究》１ 卷 ５ 号，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桥本增吉：《遼の建國年代に就いて》，《史潮》第 ６ 年 １ 号，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角度对此做一番较为系统的考察，并结合史料源流的辨析进行学术史的梳

理，以期厘清契丹开国史的基本线索。①

一、辽朝史家的说法及其历史知识之传承

尽管辽宋金元时代有关契丹开国史的各种不同记载林林总总，但总括

起来可以纳入两个历史知识传承系统。 一是源自辽朝史家的历史叙述，从

辽朝诸国史到金、元两代所修《辽史》均属这一系统，本文称之为北朝文献系

统；二是源自五代及宋代史家笔下的历史传说和历史考证，从五代诸朝实录

到宋代各种相关史籍，以及元人所作《契丹国志》，均可纳入这一系统，本文

称之为中土文献系统。

在北朝文献系统中，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权威的文献史料理应是《辽史》。

所以我们首先应检讨《辽史·太祖纪》的相关记载：

（唐天祐三年）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 曷鲁

等劝进。 太祖三让，从之。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堝，燔柴告天，即皇帝

位。 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 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

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 ……

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

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 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

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 大赦，建元神册。 ……（三月）立

子倍为皇太子。②

按此记载，遥辇氏痕德堇可汗卒于唐天祐三年（９０６）十二月，耶律阿保

机遂于次年正月称帝，号天皇帝；太祖十年（９１６）二月，上尊号大圣大明天皇

１１契丹开国年代问题———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 ／

①

②

关于契丹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演变过程，前人已有很多研究，故本文不拟涉及。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 年，第 １ 册，第 ２—３、１０—１１ 页。



帝，并建元神册。 这就是《辽史》有关契丹开国史的正式说法。

元人所修《辽史》，其史源主要出自辽耶律俨《皇朝实录》、金陈大任《辽

史》，以及题名宋人叶隆礼、实为元代书贾赝作的《契丹国志》。① 有线索表

明，有关契丹开国史的记载很可能源自《皇朝实录》一书。 按《辽史·朔考》

始自太祖元年（９０７），至太祖十一年（当为九年）后续以神册元年，而在太祖

元年四月丁未朔下即注明“耶律俨”，②意谓耶律俨《皇朝实录》是年四月为

丁未朔，这说明《皇朝实录》亦始于太祖元年，当是以太祖元年为契丹立国之

始。 《皇朝实录》修撰于道宗寿昌至天祚乾统间。 《辽史》卷九八《耶律俨

传》谓寿昌间“修《皇朝实录》七十卷”，又据《王师儒墓志》说：“及任宣政殿

大学士判史馆事，编修所申，国史已绝笔。 宰相耶律俨奏，国史非经大手刊

定，不能信后，拟公再加笔削，上从之。”③这里所说的“国史”就是指《皇朝实

录》，墓志称王师儒授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时在寿昌六年（１１００），且谓

卒于次年，可知《皇朝实录》纂成于道宗末。 而《辽史·天祚纪》乾统三年

（１１０３）十一月又有“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的记载，按寿昌六

年成书的《皇朝实录》，其下限当止于兴宗朝，或许乾统三年又命耶律俨续修

道宗一朝实录，故最终成书已是天祚以后的事情。④

如上所述，《皇朝实录》之成书既已晚至辽末，它有关契丹开国史的说法

想必不会是辽朝史家最原始的文本记录。 据冯家昇先生考证，在《皇朝实

录》之前，辽朝曾先后三次纂修国史。⑤ 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圣宗统和九年

２１ ／ 宋辽金史论集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见《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 １１７—１３０ 页。

《辽史》卷四四《历象志下·朔考》，第 ２ 册，第 ５６８ 页。 按传世诸本皆至太祖十一年后始续

以神册元年，与《太祖纪》不合，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卷八已指出其误。 点校本校勘记详细分析了

其致误之由：“按太祖十年已建元神册，不当有十年、十一年。 盖先是七、八两年重出，后误改重出之

七年、八年为九年、十年，又改原九年为十一年。”（第 ６８０ 页，校勘记七）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４５ 册，第

１４２ 页。

检《辽史》卷四三《闰考》和卷四四《朔考》，直至天祚保大年间仍有耶律俨《皇朝实录》的相

关记载，令人难以理解，故《皇朝实录》的下限究竟止于何时，仍是一个有待考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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